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６月　第１７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７Ｎｏ．３Ｊｕｎ．２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０５

作者简介：周良发（１９７９—），男，安徽省六安市人，安徽理工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

引用格式：周良发．余英时文化观释略［Ｊ］．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１７
（３）：３４－４１．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６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３４－０８

余英时文化观释略
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ＹｕＹｉｎｇｓｈｉ’ｓ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

关键词：

余英时；

文化；

文明；

文化危机；

文化重建

周良发
ＺＨＯＵＬｉａｎｇｆａ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７

摘要：作为当代华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

的生活方式，具有整体性特征，文化与文明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关于近代以来

的民族文化危机，余英时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路径选择是其

产生的背景，仰慕西方文化和反传统是其产生的原因，妄自尊大是其产生的心

理因素，并主张用社会学中的“羡憎交织”理论弥补人们对文化危机认识的不

足。在民族文化的重建上，余英时认为：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文化重建的

理论前提，重拾“五四”文化精神是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坚守学术独立是文化

重建的基本原则，重构价值系统是文化重建的主要路径，知识分子是文化重建

的主导力量。余英时的文化思想启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应摆

正中西文化，审慎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其次，应构建文化价值

系统，将其视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再者，应让广大知识精英积极参与，

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关怀，正是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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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１９３０—），安徽省潜山县人，香港

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

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当代华人世

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２００６年荣获有“人

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

终身成就奖”，２０１４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１］。

余英时虽多年求学、执教于海外，然其学术旨趣

仍深植于故国文史之中，其学术论著带有浓厚

的中国情怀。作为当代史学巨擘，余英时治学

不求杂而无统的“博雅”，也不由“专”而“通”，

而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期望为中国文化传承

贡献一己之力。随着余英时学术著述的引进出

版，学界对其政治制度史、学术思想史、中外关

系史、新儒学思想、红学探佚学、知识分子观、学

术人物论、历史哲学观立论甚多；而关于其文化

层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现有研究成果仅有侯

宏堂［１］的《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李

梦云［２］的《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述

略》、王新强［３］的《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

度》，故仍有深挖探析之必要。鉴于此，本文拟

对余英时关于文化方面的言说详加评析，以展

现这位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化情结及其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

　　一、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何谓文化？其内涵如何界定？它又有什么

特征？这些是探究余英时文化观必须首先明确

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深度运思，余英时对文化

的内涵、特征，以及文化与文明之关系进行了独

具慧识的理论思考。

１．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含意极其广泛的概念，不同时

代、不同族群、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

理解，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一两百个关于

文化的释义。比如，英国文化学家爱德华·泰

勒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

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

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

体”［５］；现代新儒家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

族生活的样法，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

生活［４］；《现代汉语词典》把文化定义为，“人类

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总和”［７］。诸种观点可谓歧义纷呈，

难以定论。而余英时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显得

特别清醒和理性，体现出一位史学大家的特有

气质。文化是什么？余先生坦言这是很难回答

的问题，故其不企望给文化下一个让人普遍接

受的定义，而是于现有释义的基础上作出自己

的理解。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

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

教、艺术之类，而关键尤其在‘方式’两个字

上。”［８］４９３他进而指出，文化的内涵有广义与狭

义之分，前者包括人类活动的一切成果；后者则

专指社会的精神层面，包括学术思想、艺术成就

等。按照这种理解，余先生认为社会上广泛流

传的“‘五四’文化精神”“文化工作”“文化运

动”便是狭义文化，而“文化接触”“中西文化”

“文化融合”则是广义文化。在此基础之上，余

英时继而强调，文化内涵的广义、狭义之分并非

中文的独有现象，英文世界同样如此，可见文化

的内涵具有歧义性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只有

多加留心，才能够分辨其内涵之广义与狭义。

２．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对其特

征的界定同样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以至于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余英时秉持

着理性的治学态度，先从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

的诸种定义入手，由此条分缕析出文化的基本

特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文化是

各种风俗习惯的一个复杂体，它具有维护它自

己的倾向”［９］；英国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

为，文化“显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工具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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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

技艺、信仰和习俗”［１０］；国学大师钱穆则强调，

“文化指的是人类生活之总体，而人类生活则

是多方面各类部门之配合”［１１］。在余英时看

来，上述文化定义中的“复杂体”“有机整体”

“人类生活之总体”等表述无疑表明文化具有

整体性的特征。关于文化的特征，学界已有多

种说法，余英时何以唯独偏爱“整体性”？深究

其因，他认为近代以来众多学者只看到各类文

化的个性特征（如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等

人的文化类型学），却没有对文化的整体性特

征予以应有的关注，那么“在观念上势必会发

生是否有某一因素为整体文化的基础的混

乱”［１２］１３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文

化体系的整体认识；而以整体观审视和解读文

化，能够更清晰地呈现不同文化类型碰撞与交

织、互文与融通时的情态和“足迹”。余英时进

而指出：“由于文化是整体性的，所以一种文化

接受另一种文化时便不能不采取使外来的文化

因素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如果撇

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顾，一味地两眼向外面祈

求，则结果一定是失败的。”［１２］１４４循着这种思路，

我们可以解释佛教何以能够在中国存活乃至绵

延不绝，并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能够说明近代以来国内的文化本位派与全盘

西化派在对待中西文化态度上的偏颇之处。

３．文化与文明之异

细致研读余英时的论著可以发现，他对文

化的解读是与其对“文明”的解读联系在一起

的。在《文明论衡》系列文章中，余英时不仅花

费大量篇幅谈论“文明”“野蛮”“传统”与“自

觉”，还对“文明”与“文化”之差异作了细致入

微的学理辨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余英时以

研治中国文史著称，何以对“文明”如此青睐？

答案恰恰源于他对中西方历史学的深刻领悟。

据其陈述，西方史学家如汤因比笔下的“文明”

比“文化”的意义广博，而中文语境中“文明”也

远较“文化”的内涵丰富。基于这种认识，余英

时对文化与文明之异作了较为精细的分析。在

他看来，“文化”在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居高临

下的意味，如《说苑·指武》所谓“文化不改，然

后加诛”，即含有挟文以凌人之意，南朝文学家

王融所谓“敷文化以柔远”亦含有侵略弱势民

族的口吻；而“文明”之“明”具有光明、朗明、高

明之意，颇能衬托出一种至上的人生境界。从

词源学角度来看，“化”字单独地只能表示某种

性质或状态，作为后缀，必须借助词根方有意

义，其词义的褒贬完全依其词根而定；而“明”

字与后儒所谓“虚灵明觉”之“明”相通，《大学》

首章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故含有“自

觉”之义。依其之见，“自觉”又恰恰承载着文、

明两重精神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一再

申明其抑扬“文化”与“文明”完全出于个人的偏

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从字里行间仍可感

知他在两者差异论定上的态度相当严谨慎重。

　　二、文化危机的深度剖析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和

强势文化，使近代中国国势陵夷、文化传统难以

赓续，引起国人普遍的行为失范和心理焦虑，中

国陷入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双重危机之

中。如何消解民族、文化危机进而建构现代国

家，成为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深切忧

思的时代课题。作为极具忧患意识的当代学

者，余英时先生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文化危

机作了颇为细致的学理探讨，对文化危机产生

的背景、形成的原因及其深层次的心理因素进

行了深刻剖析。

１．文化危机产生的背景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西方史学

界长期盛行着“冲击—回应”说和“挑战—应

战”说，认为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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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民族与文化危机的产生。此论乍看起

来确有充分理据，毕竟西方列强的侵略导致近

代中国震荡与激变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它

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况且尚

不足以完整而深刻地说明中国何以采用这样或

那样方式“回应”西方的冲击。对于欧美史学

界的理论假设，余英时表示不能完全接受，因为

这个假设最多只能适用于军事及外交领域，却

不能充分解释社会、思想方面的变动。缘于这

种认识，他抛开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外铄

说”，着力探寻其产生的内在理路，即认为近代

中国知识分子才是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推手。

在他看来，百余年以来的文化危机实则与民族

认同密切相关。“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危机和

文化认同在中国相伴而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互相激荡。”［１３］４４在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上，

无论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全盘西化论者抑或民

主革命领袖，无不以西方为认同模板：胡适的

“西化”以美国为范本；国粹派认为现代西方的

价值观念（中国）“古已有之”；孙中山早年主张

“迎头赶上”西方，晚年则转向“以俄为师”（孙

中山认为１９１７年后的俄国代表了新西方）。对

于寻求中国现代认同的人而言，“西方”似乎永

远是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近代中国知识

分子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直接决定了他们

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研判和论定所持的立

场。基于这种情形，余英时痛心直言：“民族主

义在中国已成为彻底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力量

了”，“比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不

承认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能在民族的认同中发挥

什么积极的作用”［１３］４７。言下之意，余英时认

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路径选择，

恰恰导致了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生。

２．文化危机形成的原因

民族文化危机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

象，多数文化学家认为它是后发现代国家在社

会转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或结果。在社

会转型中，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受到现代力

量的侵蚀而逐步解体，而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又

未能及时取得与传统文化同样的地位，文化危

机由此泛起并绵延。然在余英时看来，中国近

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却远甚于其他国家，他心怀

忧惧地说：“自１９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文化危

机随着时序的迁流而不断加深，一直到今天还

看不到脱出危机的迹象。”［１３］３２究其原因，余英

时分理出两大诱因：一是仰慕西方文化。在社

会达尔文主义的浸染下，晚清以来稍明国际形

势者无不主张仿效西方，他们“一心一意以‘西

方’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

来重建中国”［１３］４８，中国传统文化非但无法获得

应有的位置，反而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二是

反传统。仰慕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对

传统文化的长期忽视，以至于２０世纪以来中国

历经两次大规模的反传统浪潮。新文化运动的

勃兴以及１９４９年后极左思潮的泛滥，遂使传统

文化失去生存的政治社会环境，许多传统道德，

诸如仁义、慈孝、中庸、和谐、容忍等，不是遭到

唾弃就是受到歪曲。旧的价值系统已残缺不

全，新的价值系统尚未形成，于是出现了极其可

怕的思想文化“真空”状态。鉴于此，余英时沉

痛地说：“我们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反传统和慕西

化的双重打击之下，已没有多少剩下来了。礼乐

教化早已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鄙弃不必去说，

即使琴、棋、书、画这一类艺术修养也被看作‘旧

式士大夫’的清闲活动而被嗤之以鼻。以戏剧而

论，不但典雅的昆曲早已没落到难以挽救的地

步，即使流行了一两百年而且是‘雅俗共赏’的

京剧，现在也已少有问津者了。”［１３］２５１

３．导致文化危机的心理因素

论及导致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心理因素，

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

居，将外国人一律视为夷狄，但清代中叶以来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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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于西方列强，可谓受尽屈辱，终在心理上为列

强所征服，自此由妄自尊大变为极端自卑。余

英时认为，这种说法固然没有什么破绽，但只能

简单地说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以西学为范本，

却无法诠释中国现代转型背后的深层次的迂回

和曲折，而社会学中“羡憎交织”理论则可弥补

人们对文化危机认识的不足。他说：“‘羡憎交

织’的心理状态起于企羡和憎恶的情绪受到压

制，而又不可能得到满足。”［１３］５１这种心理状态

的形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民族（或国家）

自认对于它所企羡的对象基本上是平等的；二

是在现实上它同对方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以至

于这一理论上的平等几乎没有可能实现。在他

看来，“羡憎交织”心理因主观和客观条件相异

虽有不同的表现，但它的存在和影响则相当普

遍，如法国之于英国、德国之于英法、俄国之于

西欧诸国。通过对法国、德国、俄国历史进程的

比照，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代中国完全具备

“羡憎交织”生成的情境：其一，中国的文明足

以与西方比肩，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其二，中

国在１９世纪与西方强弱悬殊，处于绝对不平等

的地位。这种情境给中国知识分子滋生“羡憎

交织”的心理提供了温床，倘若遇到客观形势

发生变化，它就会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比如，国粹派在正面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在侧面对西方文化流露出一种仰慕的意味；

西化派在正面宣扬西方文化的同时，却在侧面

仍未能忘情于中国传统文化。最后需要指出的

是，余英时着力阐述的“羡憎交织”理论虽然不

是解释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唯一根据，但它确

实开辟出一条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路

径，仅此一点，就足见他对现代历史社会学的卓

越贡献。

　　三、文化重建的基本主张

当代历史学者郑师渠认为，在近代中国，文

化危机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１４］。倘要化解

民族危机，根本着力点在于重建民族文化以增

强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百余年来，有识之

士无不致力于谋求民族认同和文化重建以消解

文化危机，余英时亦然，其基本主张主要体现以

下五个方面。

１．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文化重建的理

论前提

在现代科技和全球化浪潮的助推下，各国

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互文与融合已是无可

辨驳的事实。在此情形之下，中国文化的重建

工作显然不能无视世界各国的文化精华，故余

英时认为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是正确处理好中

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近代以降，列强

欺凌、西学冲击，致使中国纲颓纪紊、传统文化

式微，然中国文史传统的固有价值犹在。虽说

传统文化纷繁博杂、良莠不齐，但我们决不能笼

统地对待并作简单化处理。故在文化重建上，

一方面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为重建主体，

借助传统文史的诸种内在理路，对其进行深入

系统的学理剖析，发掘其蕴含丰富且历久弥新

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西方的优秀文化应在中

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

为“今天中国所谓文化重建决不仅仅是旧传统

的‘复兴’”，“如果我们所期待的文化重建无可

避免地要包涵着新的内容，那么西方的价值与

观念势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７］４３５。我们

需要做的是秉持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学

习借鉴和采撷西方文化的精华。面对西学的挑

战，余英时认为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契机，中国

文化应借机不断调整和更新。只是在吸收西方

文化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即

中国文化因采撷西方文化得以重建，却不能因

汲取外来的文化元素而丧失自身的文化主体

性。只有经过现代文化洗礼仍能持守自己的文

化特色，中国文化方可获得真正的新生，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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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重建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２．重拾“五四”文化精神是文化重建的逻

辑起点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派高举的两

面旗帜，余英时认为二者使新文化运动成为中

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明确方向的思想运动。

虽然“五四”时代的人物在思想文化上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民主与科学确实代表了现

代文明的主要趋向，在国人思想解放上确曾发

挥过重大作用。民主与科学虽是近代西方的文

化观念，但它们与中国文化并不相悖。英国科

学史家李约瑟多次强调，中国自有科学传统，民

主也与儒家和道家的政治理念有相通之处。当

然，我们重拾“五四”文化精神，将民主与科学

作为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并不意味着重蹈全

盘西化的覆辙。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所谓的

“逻辑起点”有两重含意：一是离开民主与科学

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现代中国文化重

建的基本保证；二是现今毕竟与“五四”时代的

情境存在差异，民主与科学显然不能穷尽文化

重建的所有领域。例如，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一直

处于急迫的亚健康的心理压力之下，遂使“五

四”人物的视野和胸襟不够开阔，故而不能对中

西文化在道德、宗教等精神层面所遇到的现代危

机产生深刻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我们在肯定“五

四”启蒙思想的同时，需要超越“五四”的思想境

界，重释“五四”的时代价值，“这就是中国文化

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８］４３７。

３．坚守学术独立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

儒家学说向来主张道统应建立在政统之

上，即学术活动较之政治活动是更具基础性、根

本性、独立性和决定性的人类活动。然实际情

况并非如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政统一向居

于中心位置，尤其是“汉代经学与利禄相结合”

以后，学术思想旋即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传统

士大夫（知识分子）治学一般不为繁荣学术，大

多是为了个人仕途，将其作为一种入世之梯。

在此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往往视学术为“治国

平天下”的工具，乃至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价

值观念绵延后世。囿于“学术是政治的工具”

的观念，近现代以来的历次文化运动无不具有

鲜明的政治意图。余英时认为，“学术政治化”

是中国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一大传统，重建中国

文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将知识分子的注意

力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学术领域上来［４］４３２。应当

说明的是，余英时此论并非将学术与政治相对

立，亦非将“学术孤立”，而是谋求学术的自立，

意在强调学术独立乃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

但也要明白：学术独立并非朝夕即可实现的，它

需要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作为支撑，如１９４０年代

胡适曾提出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就很快被战

争的阴霾所掩盖。或许正因为学术独立之不

易，故余英时语重心长地说：“今后文化重建的

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看法，牢牢地守住

学术文化岗位。”［８］４３３－４３４惟其如此，才能为民族

文化重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４．重构价值系统是文化重建的主要路径

文化重建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文

化体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故

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尤为关键。在文化重建的

路径选择上，余英时始终保持理性和严谨的治

学态度，认为重构文化价值系统是其主要路径。

在余英时看来，中国文化重建的首要工作就是

要重构新的价值系统，依托新的价值观念，分辨

出中国文史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找寻其中有

益于文化重建的现代性因素。他指出：“只有建

立了新文化价值系统之后，不合时宜的旧文化价

值系统才会让位。传统是无所不包的，其内容也

是随时在改变的。文化只能推陈出新，既不能无

中生有，也无法完全从外面移植过来，有志于文

化重建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便要认真地去了解

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在传统中找寻有助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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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资源。”［９］１６５－１６６他着重强调，这是西方近

代以来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一项重要启示。纵

观其生平治学，余英时不仅是重构价值系统的理

论倡导者，还多次著文挖掘明清学术思想中的现

代性资源，力图“从价值系统的核心出发，疏解中

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化”［９］４３。

５．知识分子是文化重建的主导力量

知识分子历来是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

者，在文化价值系统的厘定、维护和传播上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

中国的文化危机盖因清末民初士大夫即知识分

子对西方文化羡憎交织所造成的，故文化重建

亦有赖于现代知识分子。他说：“现代的民族

认同必须先由每一社会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在思

想上从事奠基的工作，这是各国历史所共同昭

示的。民族观念的界定、厘清及传播，是知识分

子的中心任务。”［１３］４９在他看来，英、法、俄三国

起主导作用的是贵族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德国

则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中国的情况稍有

差别，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段：在清末寻求民族

认同的是传统士大夫，而民国则代之以现代知

识分子。虽然前后名称有异、重建方式有别，但

他们在消解文化危机、重建民族认同上可谓殊

途同归。

余英时重视知识分子之原因，大致说来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知识分子大多能够超

越经济利害，一般不会因经济利益而丧失或违

背其道德良知，更不会为了特殊的经济问题而

与其他社会阶层发生冲突；其二，知识分子特有

的理想主义气质，往往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精

神引导，促使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正因为知识

分子淡泊名利且秉持理想主义，余英时将文化

重建的厚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仅此两点似

乎还不够完备，故其又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两项

更为高远的要求：一是文化上需有所建树，这是

知识分子胜任文化重建工作的必备前提；二是

能够做到身体力行，不能如过去那般只会坐而

论道。如若知识分子不能身体力行地做好文化

工作，那么就难以获得社会民众的敬仰和尊重，

更无法引领和担当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余英时以对文化概念内涵的界

定为立论起点，深刻剖析了我国近代以来文化

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援引西方社会学的

“羡憎交织”理论透视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文

化心态。对于中国文化重建问题，余英时提出

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为我国当前的文

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首先，应摆正中西文化，审慎处理传统

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其次，应构建文化

价值系统，将其视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

再者，应让广大知识精英积极参与，知识分子与

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关怀，正是文化强国

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指引。现今，我们再谈余

英时的文化观，意在以其指引，认清我国文化发

展的历史与现状，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态势，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稳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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